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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文化传承与国际传播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两个结合”重要论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指明了

方向。英语师范生作为文化传承与国际传播的关键力量，其跨文化传播能力，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培育新时代高素质教师后备人才的核心支撑。本文基于Byram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型，立足我国英语师

范教育实际，分析当前高校英语师范生跨文化传播能力培养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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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eper integration betwee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ternational commu-
nication, the important exposition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has charted the course for dissemin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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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nglish majors at normal universities, as a key force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av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which 
are the core support for enhancing the soft power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eacher reserve talents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Byram’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
petence of English majors at normal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English normal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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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浪潮中，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紧密，跨文化传播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所积淀的精神标识与深层精神追求，其有效传播对于构建中国话语

体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坚持“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标志着我国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过程中，

主动意识与文化主体地位均实现了新的提升[1]。 
英语师范生作为兼具“语言载体功能”与“教育传导使命”的特殊群体，是未来基础教育英语教师

的关键后备力量。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及《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2.0》从教师教育

的顶层设计明确了新时代高素质教师所应具备的综合素养与专业能力，为英语师范生的培养指明了方向。

在此基础上，作为未来教师的英语师范生，还需回应基础教育阶段对人才培养的新期待：能够培养具有

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为连接中外文化的桥梁和未来课堂中的文化引领者，英语师范生不仅需要理解世界多元文化，更

肩负着用国际社会易于理解的方式有效阐释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两个结合”的重要使命。

因此，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成效，将决定其未来能否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成功落实课标要求、培育学

生核心素养，并切实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传播效能。对这一能力的系统培养，更加应该在师范教

育中得到高度重视。 

2. 跨文化传播理论模型及相关研究 

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或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

华·霍尔奠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引入国内学界，初期多译为 “跨文化交际”[2]。直至当下，仍存在

“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传播”等多种译名并行，其源于 communication 的一词多义。近年来，国内学者

在跨文化传播概念界定上不断深化。相关研究归纳出三类典型定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

往和互动行为；信息的编码、解码由来自不同语境的个体或群体进行的传播；由于参与传播的双方的符

号系统存在差异，传播成为一种符号的交换过程[3]。与此同时，另有学者则立足于宏观视野，将不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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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信息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中所经历的流通、共享及其相互作用的过程界定为“跨文化传播”[4]。综合学

界观点并立足本研究语境，文章将跨文化传播界定为属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成员之间的人际交往与信

息传播活动。而这一传播活动的研究，其最终指向始终落在理解与提升人类个体、社会组织和国家的跨

文化传播能力[5]。 
在跨文化传播领域，传播能力被视为最具建设性的核心要素，其提升是实现任何传播目标的关键前

提。为此，众多学者致力于构建更为系统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型，旨在为有效测评并培养该能力提供理

论框架。早期，美国罗德岛大学传播学教授陈国明提出了一个包含个人特性、沟通技巧、心理调适和文

化意识四大要素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型[6]。随后，Byram 构建了涵盖态度(attitudes)、知识(knowledge)、
技能(skills)、及批评性文化意识(critical cultural awareness)四个关键维度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理论框架[7]。
该模型认为，态度是指个体如何对待自身文化与异文化在信仰和行为方面的差异；知识则不仅包括对本

国及对象语国文化的了解，还包括对文化间互动过程的认识；技能是指个体借助既有知识，解析外部信

息与文本，并挖掘其深层含义的能力；批评性文化意识被视为最高阶的能力，指依据明确标准，对本民

族及他国的文化实践与成果进行评判的能力，亦包括在跨文化传播中借助已有认知与能力，实现有效互

动与协商的素养。之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构建了跨文化传播理论模型，如强调跨文化传播中知识与技

能、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金字塔式的文化能力模式[8]；意识、知识、实践能力的三维结构模型[9]；动机、

知识、技能、语境、效果五要素递进框架[10]；态度、知识、技能互动模型[11]。在理论模型的构建过程

中，学界往往侧重于对跨文化能力构成要素的深入探究，对于跨文化能力的基本构成，普遍认为其涵盖

认知、情感与行为三个层面，而该能力的培育也需兼顾这三个维度协同推进[12]。 
在众多理论模型中，Byram 的四维模型因其结构清晰、要素全面，对于理解与培养在“两个结合”

背景下肩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使命的英语师范生的跨文化能力具有高度的适切性。该模型对批

评性文化意识的强调，与“两个结合”所要求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精

神内核高度契合，都注重主体性的文化审视与建构能力。其次，该模型不仅要求具备开放尊重的态度，

掌握跨文化知识和实际沟通技能，更强调批判性地审视、评价、阐释并有效传播文化的能力，契合了新

时代对英语师范生应基于文化自信，在全球化语境中精准、有效地阐释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

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模型源于西方学术语境，在应用于中国教育实践时也面临挑战。例如，模型本身对

文化传播的“双向性”和“输出能力”强调相对不足，更侧重于个体在异文化环境中的适应与理解，而

“两个结合”背景下的英语师范生培养则明确要求具备主动、有效地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基于此，

有必要对 Byram 模型进行本土化修正与拓展。首先，应强化文化传播的主动性与主体性，在态度维度中

明确加入“文化自信与文化传播使命感”；在知识维度中系统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要义与当代

价值”；在技能维度中着重培养“用英语有效阐释中国叙事、进行文化对话与协商”的能力；在批评性文

化意识维度则强调“立足中国立场，进行文化选择与创造性转化的能力”。这一修正旨在使模型更好地

服务于“两个结合”背景下英语师范生的培养需求。 
学者们基于既有理论模型开展了多维度探讨，积累了具有一定实践意义的成果。跨文化传播能力的

培养需依托跨文化教学，课堂参与度、自主学习能力及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对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发展

具有显著影响[13]。跨文化教学中应注重培养开放与包容的文化态度[14]。强调语言应用与文化理解的协

同，在提升外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增强对异文化的阐释能力与本族文化的认同感，助力多元文化语境中

实现有效沟通[15]。数智化时代，AI 赋能、混合式教学法等在拓宽学生文化知识视野和提升自主学习方

面效果显著[16]。课程思政视角下的教学实践，借助中西文化对比与价值辨析，促进学生文化主体意识与

传播能力的形成[17]。新文科背景下的相关研究则进一步对大学英语教学中跨文化能力的培养现状与问

题进行剖析，为跨学科视域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参考依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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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跨文化传播能力方面的实证研究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但现有研究多集

中于非师范类大学生或中学生群体，且主要聚焦跨文化教学改革及跨文化教学模式构建，鲜有针对英语

师范生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研究。因此，本文立足跨文化传播视角，结合“两个结合”的时代要求，探析我

国英语师范教育在师范生跨文化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并探索相应的课程培养模式改进路径。 

3. 英语师范生跨文化传播能力现状及原因 

在“两个结合”战略背景下，明确英语师范生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现实状况并深入剖析其成因，是推

动师范教育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前提。本节基于 Byram 所提出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型，对当

前英语师范生在跨文化传播能力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系统分析。 

3.1. 英语师范生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现状 

英语师范专业学生跨文化传播能力存在“基础优势与实践短板并存”的特征。在态度维度上，作为

外语学习者，他们普遍具备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意识，对自身文化及异文化怀有好奇，并能够辨识中西文

化的基本异同。然而，在知识维度则表现出明显的系统性认知不足，对文化的理解多停留在现象表层，

虽可识别某些文化差异，却缺乏对文化深层价值体系、历史背景等的深入把握，导致难以准确地用英语

阐释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从而限制了跨文化传播的深度与有效性。此外，尽管已具备初步的文化

对比意识，但批判性文化意识不足，对本土文化往往流于表层自豪，对他国文化则易陷入刻板印象；缺

乏以文化自信为基础的选择性吸收与创造性转化能力，因而在跨文化场域中难以构建中国叙事并实现有

效传播。 

3.2. 英语师范生跨文化传播能力不足的原因 

3.2.1. 知识结构失衡：文化认知不系统 
当前英语师范教育体系将培养重点置于学生的基础语言技能(如听、说、读、写、译)以及教育教学基

本功(如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之上。以国内某师范院校英语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为例，其必修课程

(不含通识必修课)结构显示：语言技能类课程占比高达约 65%，教师教育类课程占比约 32%，而旨在培

养跨文化传播能力，特别是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占比仅为约 3%。这种课程架构虽然能系统地

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教学素养，但却反映出高校对培养英语师范生跨文化传播能力的重视程度不足，

特别是在课程体系的顶层规划中，未能有效贯彻“第二个结合”对文化传播能力提出的新要求。 
此外，当前文化类课程多侧重于对目标语文化的输入，而涉及中国文化的教学内容则常碎片化地分

布于语言技能课程之中，缺乏系统性的梳理与有机融合。这种安排导致学生对文化现象的理解往往停留

在事实表层的识别，难以形成中外文化互鉴的批判性深度，从而制约其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发展。例如，

关于“中国春节”与“西方圣诞节”习俗等对比较多，但围绕节日背后的价值观的深度讨论与分析很少，

致使学生虽知晓节日习俗，却无法在跨文化语境中清晰阐释其文化内涵与差异原因。 

3.2.2. 批评性文化意识缺失：阐释与创新能力不足 
学生普遍缺乏对文化文本与现象进行深度解读与批判性看待的能力。对文化差异的理解多停留在风

俗习惯等表层符号，难以洞察其背后的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和历史语境。目前的教学困境在于，批评性

文化意识的培养在实践中容易陷入“简单化认同”或“对立性批判”的误区。例如，在讨论“个人主义与

集体主义”这一经典文化维度时，教学往往止步于让学生记住“西方重个人，中国重集体”的结论。这种

二元对立的简化处理，恰恰扼杀了批评性文化意识。它使学生无法认识到，当代中国青年在全球化浪潮

下同样追求个性表达与个人权利，而西方社会在疫情等危机时刻也展现出强烈的社区互助精神。若不能

https://doi.org/10.12677/ve.2026.151021


高嘉蔚，任妍彦 
 

 

DOI: 10.12677/ve.2026.151021 140 职业教育发展 
 

批判性地审视这些文化概念的复杂性与流动性，学生所构建的文化认知便是僵化和片面的。 
更深层的问题体现在，由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缺乏系统性和历史纵深感，学生的文化阐释

往往沦为概念的机械复述和标签化的简单对比，难以建立坚实而自信的文化立场。例如，当在课堂上阐

释“和谐”理念时，如果教学仅仅歌颂其美好愿景，而不引导学生探讨其传统内涵(如“和而不同”)，甚

至回避讨论其在历史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对个体声音的压抑等复杂面向，那么所培养的“文化自信”是脆

弱的。一旦在真实的跨文化对话中，对方质疑“和谐是否意味着压制异议？”时，学生便极易陷入无言

以对或机械辩解的困境。这种批评性文化意识的缺失，使得学生在实践教学中，难以将文化认知转化为

具有创新性和传播力的教学行为。他们的教学设计对中国文化的融入往往生硬、表浅，例如在讲解环保

主题时，只能生硬地插入“天人合一”四个字，却无法设计出引导学生思考“天人合一”思想如何为现代

生态危机提供东方智慧的探究性活动。这既源于真实跨文化情境中实践锻炼的匮乏，也深刻反映出师范

教育在批判性文化教学的设计理念与实施能力方面的系统性支持不足。 

4. 英语师范生跨文化传播能力培养的路径 

针对上述核心症结，本节致力于从夯实系统性文化认知与培育批评性文化意识两个关键层面，系统

构建英语师范生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路径。 

4.1. 重构课程体系，系统整合文化传播知识内容 

人才培养方案是决定专业教育方向的纲领性文件，必须在充分调研与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制定既符

合时代需求又体现文化战略的系统性方案。针对英语教育专业，应改变英语专业以往侧重语言技能的培

养模式，突出中西文化融合，将中国文化课程全面纳入课程体系。高校需依据学生年级特点系统设置课

程，将“两个结合”理念贯穿全过程，强化传统文化的传承与阐释。大一阶段可开设跨文化传播导论类

课程，融入传统文化符号解读，建立文化自信；大二增设中国思想哲学、文学艺术等深度模块，提升文

化对比与表达能力；大三开设中西文化比较专题等课程，鼓励参与课题研究，培养批判思维与跨学科分

析能力；大四通过教育实习、传播项目实践等推动知识向实践转化。还可依托选修课程拓展文化方向学

习，通过贯通设置中国文化类课程，将传统文化英语表达渗透教学全过程，增强学生文化敏感性与传播

效能，培养高素质跨文化传播人才。 

4.2. 培育批评性文化意识，强化阐释与创新能力 

针对批评性文化意识缺失所导致的阐释浅表化与创新乏力问题，必须超越单纯的知识传授，构建一

套能够激发辩证思维、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深度学习体系。具体而言，应在课程中系统性地嵌入“批判性

比较”与“创造性转化”的教学模块。例如，在“中西文化比较”课程中，不应止步于“个人主义与集体

主义”的标签化对比，而应设计深度案例研讨，引导学生分析“中国式集体主义在抗疫中的实际表现及

其背后的‘天下观’与‘家国情怀’”，同时探讨“西方个人主义在数字时代面临的新挑战”，从而理解

文化价值的复杂性与情境依赖性。同时，鼓励小组合作完成文化主题微视频、跨文化案例设计等实践任

务，强调以中国视角用英语讲述传统故事。最终，通过这种“深度辨析–情境应对–价值重构”的系统

训练，使学生能够扎根文化自信，具备在复杂多元的跨文化场域中进行有效对话、阐释与创新的核心能

力。 

5. 结语 

在“两个结合”战略思想指导下，伴随全球化不断深入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日益重要，英语师范

生跨文化传播能力，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传播能力的培养，已成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和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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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人才的核心任务。高校应立足实际，紧扣人才培养目标，持续优化英语师范专业培养方案与课程

结构。与此同时，应推动教师转变教学理念，运用多样化教学方法，并不断更新教学内容。高校还须引

导英语师范生意识到提升自身跨文化传播素养的重要意义，激励其主动融入日常学习与实践活动中。由

此，英语师范生才能逐渐成长为具有深厚跨文化教学能力的英语教师，从而为国家培育出符合时代要求、

具备全面素养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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